
意识转变物质奠基法制保障：
新时代社会公德建设的三维路径

曹洪军，丁佳楠

［摘　要］社会公德是一定社会全体公民在公共生活领域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与时代发展

要求同频共振。因此，除具有一般社会公德的基本特征外，新时代社会公德还体现为自律性与

强制性、消极性与积极性、物质性与精神性相统一的鲜明特质。违反公共礼仪、道德冷漠，违反

公共规则、损公肥私，违反生态法规、破坏环境，此为新时代社会公德问题的主要表征，其成因可

归结为传统私德意识惯性制约、利益格局多元化影响及法制保障不力。为此，需要从意识转变、

物质奠基和法制保障三个方面推进新时代社会公德建设：促进传统私德意识转变，着力培育公

民意识与公共精神；夯实社会公德的物质基础，着力构建利益共同体；运用自律与他律双重手

段，着力提升法制执行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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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德水平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尺，每个时代都需要与其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相适应的社会公德。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社会公共生活
领域不断扩展，公共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公共交往对象更为复杂，社会公德的重要
性日益凸显。

一、新时代社会公德的基本内涵与鲜明特质

（一）新时代社会公德的基本内涵
通常认为，“公德”即“公共道德”的简称，强调“公德”与“私德”的概念划分，主

要是随着个人主体性的不断增强和公共领域的不断扩大，出于协调个人利益与集
体利益关系的需要。“社会公德”是随着“公德”内涵与外延的不断丰富，从中脱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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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出的概念，这是学界的共识。但是，由于“公德”是西方的舶来品，其形成和发展
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的变化不仅使曾经是社会所接受的一定类型的行为
成了问题，而且也使得那种在特定社会结构中得到清晰界定的道德观念发生变
化”①。简而言之，由于不同社会历史时期人们的公私观念不同、公私领域界限划分
不同、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存在差异，“公德”概念及其内涵在实际运用中处于不断
的流变状态。

“公德”正式作为学术概念出自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他把“公德”描述界定为
“一切显露在社会生活中的德行”，认为“与外界接触而表现于社交行为的，如廉耻、

公平、正直、勇敢等叫作公德”②。有学者研究指出，当时日本的“公德”概念主要包
括两项内容：“一是个人在公共场所和对集体利益应有之行为，另一则是个人对社
会生活中的其他人———主要是陌生人———应有的态度与举止。至于与政治有关的
内容，则为边缘性的。”③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明确反对把“公德”狭隘地理解为“社会
维度的公共道德”，认为“公德”的核心要义应该是“政治维度的公共道德”。

２０世纪初，梁启超从日本引进“公德”概念时，已经注意到了其双重内涵：“人人
独善其身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谓之公德”；“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
之所以为国，赖此德以成立者也”④。说公德是“人群之所以为群”的根本，就是要求
人们要有“公共心”或“公益心”，这是从社会伦理维度而言的；说公德是“国家之所
以为国”的根本，就是要求人们要有“爱国心”或“国家观”，这是从政治伦理维度而
言的。只不过出于救亡图存的现实考虑，梁启超认为当务之急是培育国民的爱国
心和国家利益观，侧重于强调公德的政治维度。然而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公德的义
涵，其政治与社会两方面并没有清楚的分界，经常混在一起⑤。

这种混用在新中国成立后较长一段时期存在着，不光体现在学术文献及日常
生活中，也体现在政治文献中。如，１９４９年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
领》、１９５４和１９８２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先后使用了“全体国民的公德”
“社会公德”“社会主义的公德”等概念，其内涵的政治性与社会性偏重不一。由此，

我们或许可以总结认为，在政治性文献中，如果强调“公德”的双重维度属性，既鼓
励公民遵守社会层面的道德，也要求公民承担政治道德义务，那么常常直接使用
“公德”，如果主要偏重强调社会属性，则使用“社会公德”。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著名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家罗国杰教授率先区分了“社会公
德”的广义内涵与狭义内涵：“从广义来说，凡是与个人私生活中处理爱情、婚姻、家
庭问题的道德，以及与个人品德、作风相对的反映阶级和民族共同利益的道德，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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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公德。从狭义上说，社会公德就是人类在长期社会生活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
的最简单、最起码的公共生活准则。”①显而易见，罗国杰把“广义的社会公德”界定
为包含了政治和社会两个维度的“公德”，而“狭义的社会公德”则专指社会维度的
“公德”。这一区分逐渐被学界认可接受，“社会公德”作为与“公德”有明确区别的
独立概念基本确立。２００１年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强调以社会公德、职
业道德、家庭美德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着力点，明确指出：“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
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要大力倡导以文明礼貌、助人为
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２０１９年颁布的《新纲
要》又将个人品德建设纳入公民道德建设体系，但关于社会公德具体内容的规定没
有变化。至此，“新时代社会公德”的概念和内涵有了固定和权威界定，特指“公德”
中社会维度的道德规范，基本不再直接包含政治维度的道德内容。值得注意的是，
新概念去掉了以往概念中“行为准则”之前的“最起码、最基本”字样，内涵中增加了
“遵纪守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等内容，这是大有深意的。

（二）新时代社会公德的鲜明特质
社会公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社会公德要求与社会发展进步之间是相互

影响、相辅相成的关系。社会主义是目前人类最先进文明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必然要对人的社会公德有新的更高要求。因此，除具有一般社会公
德所呈现的基准性、普适性、稳定性、公共性、共同性和广泛性等诸多基本特征外，
新时代社会公德还体现了自律性与强制性、消极性与积极性、物质性与精神性相统
一的鲜明特质。
第一，自律性与强制性相统一。社会公德作为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具有

一般道德共有的自律性特征。马克思曾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②，要
求人们“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
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③，并认为“当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
简单的基本规则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的时候，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过渡到它的高级阶段的大门就会敞开”④。作为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指导下的产
物，新时代社会公德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价值旨归，其履行当然更需要依
靠人民群众的主动自律。特别是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等社会公德要求，在当今的陌
生人社会尤其需要人们自觉自为才能产生良好效果。与此同时，社会公德是保障
公共生活和维护公共秩序的“当然之则”，不遵守这些“当然之则”必然损害公共利
益。因此，新时代社会公德规范中的任何一条，都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意义。特别
是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等社会公德条目，其强制性特征就特别明显，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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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物、破坏环境、违纪违法，必然应该受到惩罚。
第二，消极性与积极性相统一。所谓社会公德的消极性，即社会公德规范所体

现的对人们“不作为”或者“有所守”的行为要求。而所谓的积极性，则主要是指社
会公德规范所体现的对人们“有作为”或者“主动作为”的行为要求。就传统意义上
的社会公德意涵而言，台湾学者陈若水研究认为：“绝大多数的所谓公德都不涉及
公共利益的创造或公共事务的参与……并不要求个人的特殊贡献或牺牲。”①而基
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先进性，新时代社会公德对公民的要求当然不能仅仅停留在消
极性层面，必须兼顾对公民积极性、主动性、自觉性行为的要求。实际上，目前提出
的五组社会公德规范都在一定意义上既体现了消极性要求，也体现了积极性要求。
即，既要求人们守住文明礼貌的底线、不要漠视陌生人的求助、不要损坏公物、不要
破坏环境、不要违纪违法，也要求人们主动讲究文明礼貌、身体力行助人为乐、积极
保护公物、主动保护环境、自觉遵纪守法。当然，这几组规范要求各有侧重，前两者
以积极性要求为主，后三者以消极性要求为主。
第三，物质性与精神性相统一。马克思虽然承认道德是人类独有的精神现象，

但也强烈反对和批判道德的纯粹精神论，明确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
会使自己出丑”②；“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
实际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③。简而言之，人既有物质利益需求，也有精
神追求，道德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尤其是以维护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为明确
价值目标的社会公德更是如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我们既需要解决
经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也面临着满足人民对自由、民主、法治等精神方面
的新要求，新时代社会公德规范当然要体现这两个方面的要求。其中，文明礼貌、
助人为乐更多体现了对人们精神层面的要求，倡导人们成为具有高雅文明素质和
高尚道德品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则更多是出于
维护公共利益而对人们提出的直接要求，规定人们在追求自身物质利益的时候，不
得损害他人的合法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二、新时代社会公德问题表征及其成因

虽然长期以来社会公德问题备受关注，相关建设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正
如《新纲要》所指出的那样，目前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而又长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的“痼疾顽障”，其成因也较为复杂。

（一）新时代社会公德存在的突出问题

１．人与人关系层面：违反公共礼仪，道德冷漠现象依然严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的物质生活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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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但经济繁荣、物质增长并没有带来整个社会公德水平的同步提高，甚至有不
少人认为目前社会公德建设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经济在发展而道德在滑坡。
人与人关系层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违反公共礼仪，道德冷漠现象依然严
重。不少人在熟人圈内彬彬有礼、严于律己，但在公共场所则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丝毫不顾及他人感受和公共礼仪要求。如，在电影院、音乐厅、公交车内大声喧哗、
衣衫不整、不知谦让等诸如此类的现象还比较普遍。不少人与亲人朋友相处，讲诚
信、有爱心，但与陌生人交往则诚信不足、爱心不够，漠视陌生人的困难与危难，乃
至见死不救。现阶段，类似于“小悦悦事件”所折射出的道德冷漠状况依然没有得
到根本性改观，衍生出的更为丑陋的“碰瓷”现象也时有发生。

２．人与社会层面：违反公共规则，损公肥私现象痼疾难除
在当今的陌生人社会和市场经济环境下，特别需要人们遵守公共规则，维护公

共利益。而近期网上热炒的“高铁男”“高铁女”霸占他人座位事件，进站上车加塞
插队，机动车违反交通法规，行人不走人行道、随意翻越护栏、凑齐一伙人就走的
“中国式过马路”现象，都反映了部分人漠视、违反公共规则，不遵守公共秩序的丑
陋现状。违反公共规则，其直接的目的就是获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这一目的又
是常常是通过损公肥私的方式实现的。如：违反公共资源的共享性规则，一些人将
本属于公众共享的花草树木、健身器材、共享单车据为己有；违反公共权力的公益
性规则，一些官员将本应该服务于人民大众的权力，变成了弄权谋私的工具，大搞
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违反商业交易规则，一些商人诚信缺失、坑蒙拐骗、
制假贩假；违反学术诚信规则，一些学者编造成果、抄袭剽窃、沽名钓誉。

３．人与自然层面：违反生态法规，破坏环境现象屡禁不止
虽然我国古代很早就提出了“天人和谐”理念，但近几十年来为追求经济高速

发展，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生态文明问题。近年来，随着“雾霾”现象日趋严
重、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极端恶劣天气不断增多，生态文明建设才逐渐受到重视，
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保护自然环境的政策法规，但目前有些地区、单位或个人无
节制滥采乱伐自然资源、乱排乱放工业废气废水、随意丢弃生活垃圾、肆意将野生
动物搬上餐桌等行为仍然屡禁不止。这些行为在满足个人或特殊团体利益、满足
一些人美味欲求的同时，也直接损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破坏了生态平衡和自然环
境，违反了保护环境、珍爱自然的社会公德。尤其是很多人的公共生态文明意识不
强，在自己家里或自己生活的社区，能较好地注意保护环境卫生和花草树木，但走
出家门、走出社区到更广阔的公共领域，就会在历史古迹上乱刻乱画，在城市公园
或国家自然环境保护区乱扔垃圾、肆意毁坏动植物。

（二）新时代社会公德突出问题的成因
１．传统私德意识惯性的制约
关于中国传统社会重视私德而轻视公德的问题，梁启超曾精辟地总结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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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也，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①中国传统社
会以私德为中心，以家庭为本位的私德意识浓厚，人们习惯于遵循家庭伦理道德，
社会公德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失的，当然就更难养成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的行为
习惯。譬如人们习惯于在以私人为中心形成的圈子里交往、生活，对亲朋好友愿意
多尽道德义务，而关系越远则关爱关心越少，对陌生人持怀疑、排斥乃至敌视态度；
以个人及家庭利益为中心，奉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
瓦上霜”的处事原则，不愿意对他人和公共利益尽义务、负责任等。重私德而轻公
德，与熟人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环境相适应，已经与
当今陌生人社会的市场经济生活环境格格不入，但强大私德意识惯性今天依然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思维习惯和言行举止，制约着新时代社会公德的意识形成
和行为践履。

２．利益格局多元化的影响
马克思明确指出“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②，道德的精神性是从属的、第二性

的：“这一‘道德的’表明……就这些影响 （首先是经济的）以‘道德的’形式存在而
论，它们始终是派生的，第二性的，绝不是第一性的。”③由此，马克思将道德从虚幻
的“彼岸世界”拉向现实利益的“此岸世界”，其道德观体现了鲜明的物质性和实践
性。因此，以维护公共利益为价值旨规的社会公德能否被人们广泛接受并主动践
行，不但与人们的思想觉悟有关，更与支撑社会公德被认同和践行的利益基础有
关。没有共同利益作为基础，从根本上说就难以形成真正的共同道德观，也就更谈
不上共同遵守社会公德。虽然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
的，但由于现阶段我们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存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制
度，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不复存在，整个社会的利益格局已经由原来的单一性
转向了复杂化和多元化，加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需进一步完善，事实上各种
群体利益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张力，道德价值共识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被消
解。市场经济在唤醒个体人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同时，也往往容易导致个人
利益至上思想蔓延，突破社会公德底线。为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漠视乃至公然
违反社会公德，是当今社会各种造假卖假、欺诈哄骗、肆意破坏生态环境和损害公
共利益等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源。此外，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尤其是不当致富、失德
致富、为富不仁等现象还比较常见，严重影响了普通民众对社会公德的坚守和信
仰。上述不良现象没有得到及时制止，“破窗理论”所描绘的负向效应就不可避免
地在社会公德领域呈现蔓延之势。

３．法制保障不力
社会公德作为维护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基础性道德，特别需要借助法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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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强制力迫使人们遵守。基于新时代社会公德具有消极性和积极性双重属性
要求，相关法律、制度需要包含正向奖励和负向惩罚两类条款，以鼓励和强制人们
选择正确的道德行为。从法律层面看，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社会公德法，虽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都或多或少有关于社会公德的奖惩性规
定，但是，一方面，涉及社会公德的条款主要是惩罚性的，对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等
行为的奖励和保障性条款欠缺，严重影响了公民践行社会公德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另一方面，夹杂在这些法律中的社会公德规定往往是原则性的，难以具体操作，而
且把违反社会公德行为与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放在一起，往往导致对前者的惩罚
失之于宽、松、软，惩戒力度不够，违反社会公德者往往只会一时受到社会舆论批判
或者轻微行政处罚，只需要承担短时性心理压力和轻微利益损失，不足以使他们形
成对社会公德的敬畏之心。从制度层面看，国家相关部委及各级地方政府出台的
《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市民文明公约》《乡村文明公约》等基本是原则
倡导性的，违反文明公约的具体处罚性规定基本是缺失的，即使有配套的处罚规
定，又由于存在监管不到位、处罚权遭到质疑等问题，实际执行起来困难重重，收效
甚微。

三、推进新时代社会公德建设的三维路径

新时代社会公德规范有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特质，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也有
其复杂而又特殊的成因，因此，推进新时代社会公德建设，既需要注意采用一般社
会公德建设的基本手段和方法，也要根据历史传统和当前中国国情，以促进传统私
德意识转变为前提、物质利益实现为基础、法制建设为保障，综合施策。

（一）促进传统私德意识转变，着力培育现代公民意识与公共精神
如前所述，传统道德以私德为中心，与熟人社会相适应，人与人之间主要以亲

情和个人利益为纽带，每个人都根据交往对象与自己关系的亲疏来确定自己的道
德权利与义务，而不是以平等原则和公共利益为指向处理社会关系。但在现代陌
生人社会，公共活动空间不断扩大，公共交往对象越来越多，交往频率不断提高，利
益交汇日益复杂，社会交往需要以公德为核心，要求人们摒弃传统私德思维和传统
私德观念，具备现代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公民意识意涵丰富，这里我们从社会公
德建设的角度，特别强调要着力培养人们的主人公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公共精
神是公民在参与公共实践和社会交往活动中产生的公共理性，是一定社会全体成
员精神风貌和深层文化心理意识的凝结，它与公民意识密切相连，是公民意识的升
华。当然，公共精神的意涵也是十分丰富的，这里我们也是从社会公德建设的角
度，特别强调公共精神中的利他精神和责任精神。

无论是培育公民的主人公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还是培育公民的利他精神和
责任精神，都需要从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拓展公民参与公共活动的渠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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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保障和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体制机制等方面入手。现阶段，尤其需要通
过影视、戏剧、网络动漫等多种文化形式，将蕴含主人公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的优
秀传统文化赋予其时代意涵，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文化的熏陶和浸蕴
中塑造具有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的时代新人。此外，人们还需要在实际参与公共
活动、亲自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中进一步强化现代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

（二）夯实社会公德的利益基础，着力构建道德利益共同体
关于道德的本质及其与物质利益的关系，马克思认为，人是物质性的存在，也

有精神需求，归根到底，物质利益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因，也是道德观念形成
和发展的基础。新时代社会公德既对人的行为规范和精神风尚提出了明确要求，
也以保护公民的共同利益为目的。但是，人们最终愿不愿意接受和践行社会公德，
主要取决于是否形成了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因为只有在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上，才能
形成真正的道德共同体。其中，特别需要正确处理保护个人利益与建设社会公德
的关系。邓小平明确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
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
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
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
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①显然，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与意识关系的基
本原理，明确指出进行道德建设要重视榜样和精神的力量，但绝不能忽视道德建设
的物质基础。因此，新时代社会公德建设要以集体利益为价值旨归，但绝不能脱离
物质利益而空谈道德，一定要注意维护和保障个人的正当物质利益。
只有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能为新时代社会公德建设奠定坚实的物

质基础。只有继续保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定力，特别是通过不断发展和壮
大公有制经济基础，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公平感，不断形成和扩大物质利益共同体，新时代社会公德的凝聚
力和向心力才能不断增强。

（三）运用自律与他律双重手段，着力提升法制执行力
践行社会公德既需要自律，也需要他律，社会公德建设需要构建惩恶与扬善相

结合的法制保障体系。在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个人利益与集
体利益常常存在不同程度的张力和矛盾，践行社会公德常常意味着短期内个人利
益得不到满足乃至遭受损失的情况下，通过立法建制、加大执行力度的方式发挥法
制的他律作用和功能，就显得尤为重要。习近平明确指出：“要运用法治手段解决
道德领域突出问题……要加强相关立法工作，明确对失德行为的惩戒措施……要
加大执法力度，让败德违法者受到惩治、付出代价。”②

“人们信任制度并不是相信制度本身，而是信任制度内在指向的价值规范和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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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①因此，社会公德法制化，相关法律、制度应该是社会公德的共识化凝结，必须
把内含于社会公德的公平正义、扶危济困、文明向善等价值元素和伦理精神融入法制
规范之中。社会公德法制化的过程是社会公德从自为立法转向强制性规约的过程，
即借助法制的震慑与激励作用促使人们将社会公德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过程，
必须体现奖惩并重、赏罚严明、执行有力的特征。故此，颁布和实施专门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社会公德法》是最理想的方案。在社会公德法一时难以制定的情况下，建议由
中央文明委员会牵头，联合具有行政执法权的部门，建立起维护社会公德的制度保障
体系，并通过组建专门的制度执行监督队伍、细化制度奖惩细则等方式，重点加大制
度执行力度，充分彰显制度的感召力和威慑力，使人们普遍产生对社会公德的敬仰之
情和敬畏之心。

（作者：曹洪军，丁佳楠，中国矿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付继娟）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ｈ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Ｏ　Ｈｏｎｇｊｕｎ，ＤＩＮＧ　Ｊｉａｎ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ｒｄｅｒ，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ａ　ｃｏｄｅ　ｏｆ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ｆｏｒ　ａｌｌ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ｆｅ．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ｉｓ　ａｌｓｏ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
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ｅｌｆ－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ｌ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ｓｉ－
ｔｉｖｉｔｙ，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ｉｔｙ．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ｔｉｑｕｅｔｔｅ，ｍｏｒａｌ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ｕｌｅｓ，ｄａｍａｇｅ　ｔ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ｗｅｌｆａｒｅ，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ｄａｍａｇ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ｒｅ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ｗｈｏｓ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ｅｒｔｉａ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ｍｏｒ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ｐａｔ－
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ａｋ　ｌｅｇａｌ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Ｔｈｕｓ，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ｓｕｃｈ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ａｓ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ｍｏｒ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ｐｕｂ－
ｌｉｃ　ｓｐｉｒｉｔ；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ｓｔｒｉｖｉｎｇ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ｉｎ－
ｔｅｒｅｓｔｓ；ｕｓｉｎｇ　ｂｏｔｈ　ｓｅｌｆ－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ｈｅｔｅｒｏｎｏｍｙ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ｌｅｇａｌ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９７·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①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信任、幸福与民主》，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１４页。


